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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舆论的短视频：
影像表达、 功能属性与风险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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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景观社会， 短视频顺应了大众视觉化的认知诉求， 成为嵌入日常生活中的影像化文

本， 承载了公众意见表达与情感释放等社会功能。 作为舆论的短视频， 其多模态的文本及乡土调性促

进了公众话语权的下沉及公域与私域相交织的新公共空间的构筑， 并在舆论场域内发挥了舆论符号、
舆论协调与舆论监督等功能， 助推了舆情讨论的热情， 提高了社会议题的能见度。 然而， 短视频传播

在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可能引发视觉文化背景下的认知错位、 智媒技术过滤后的信息超限排斥、 舆论

影像化表达的法律侵权等风险。 识别关键节点上的短视频舆论， 并对其可能引发的风险结果予以类型

化分级和针对性应对， 有助于短视频舆论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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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动拍摄、 手机剪辑、 图像美化等数字技术的赋权下， 那些由人们自发创作的短视频， 打

破了传统媒体所垄断的影像生产格局。 公众不再是单向的观看者， 也是制作者、 评判者。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９. ６２ 亿， 较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增长 ２８０５ 万， 占网民整体的 ９１. ５％。①在

短视频影响力日趋扩大的同时， 众多娱乐社交平台也参与到短视频的赛道中， 成为短视频二次发

酵的关键场域。 短视频凭借其视听符码、 碎片形态、 多元内涵及戏谑语态， 广泛嵌入各类社会议

题中， 并逐渐演化为公众意见集合与态度表达的载体———公众舆论， 这不仅顺应了当下公众的舆

论诉求， 也为公众参与社会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介入途径。 不容忽视的是，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

舆论影像化文本中隐蔽的视觉修辞与流变的意义内涵也可能导致主体间意见交互的错位， 进而引

发舆情波动、 社会矛盾乃至法律争议， 成为当下舆情风险研究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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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沃尔特·李普曼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 指出： “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 关于别人、
关于他们的需求、 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 就是他们的舆论。”① 这一有关 “舆论” 的阐释为后

续舆论的影像化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如果说李普曼对舆论与影像之间关系的界定是理论层面

的阐释， 那么短视频、 表情包的广泛传播则为舆论的影像化实践提供了直观的现实佐证。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们对静态图像和动态影像相关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首

先， 讨论了图像、 短视频等影像化载体区别于文字表达的 “转基因” 性②、 “典型特征”③ 及

“视觉框架”④ 等。 上述研究多从理论层面出发， 探讨了影像化表达中所显示或潜存的异质元素、
同性要素及其从边缘文化实践向社会活动接入的转型过程。 其次， 是关于舆论影像化传播效果的

分析。 一是从宏观传播效果角度洞悉 “帝吧出征”⑤ “农民工讨薪”⑥ “涉官”⑦ 等舆情事件背

后， 影像作为 “编制出可被重新检索与激活的视觉化舆论”⑧， 赋予了公众 “以自己的方式被看

见的权利”⑨，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视觉喧嚣与能指膨胀， 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考量其保障与规

制”�I0； 二是从微观视角出发， 在图像或视频等文本的基础上， 关注 “生态变革”�I1 “互动分

析”�I2�I3 “动态演化”�I4 “创新法则”�I5 “舆情管理”�I6 “众包实践”�I7 等变化。 该类研究结合量化与

质化的研究方法， 探究了视觉化实践对信息传播的渠道、 文本、 主体等层面所产生的影响。 整体

来看， 一方面， 关于影像化载体的理论研究， 多从信息视角下切入至影像， 但往往将作为信息的

影像与作为舆论的影像混为一谈， 导致该领域研究对象的暧昧不清， 缺乏更加准确、 深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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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另一方面， 针对舆论影像化效果的研究更多地指向单一的社会现象案例或具体的文本影像

形态， 较少从理论层面论及舆论影像化表达的深层内涵， 导致部分研究的科学性遭到质疑。 本文

拟将短视频置于公共舆论的场域内进行审视， 聚焦舆论影像化表达的内在逻辑及影响趋势， 推及

其在舆情事件中的角色及所发挥的功能； 同时， 从风险视角切入， 讨论作为舆论的短视频传播可

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及争议。

二、 短视频传播中舆论的影像化表达

进入视觉时代， 无处不在的商场景观、 媒介奇观等视觉消费场景包裹了公众的生存情境。 与

此同时， ５Ｇ、 ＣＧ、 ＡＩ 等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 更催生出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兴舆论文本。 鉴于

此， 对舆论在短视频传播中的认识不能简单地停留于信息文本的变化， 需从舆论环境、 舆论主体

以及舆论形态等维度出发， 探究舆论影像化表达的必然性、 过程性以及趋势性。
（一） 舆论环境： 景观社会中的新公共空间

从现实空间中的广告海报， 到网络空间里的奇观展演， 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大量的景观元素所

包裹， 情绪感知也易被强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所吸引。 集刺激性影像与情境性音乐等特征于一体的

短视频， 在短时间内成为强势的话语文本， 并以线上景观的存在方式， 影响着舆论氛围的形成，
重塑着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想象。 “公共空间” 最早由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 提出， 最初是指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生活。 后来， 尤尔根·哈贝马斯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将 “公共空间” 嫁接至新的社会场域， 旨在为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讨论空间。 随着网络空

间的崛起， 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公共空间的内涵。 但无论从哪个视角切入， 公共空间的落脚点始

终是一个自由而包容的舆论空间。
作为短视频传播的中介场域， “平台的设计方式也使得它们对不同用户具有吸引力。 虽然经

常把自己作为空白的空间， 供他人互动， 但事实上平台却体现出一种策略”①。 当前， 作为新兴

的舆论空间， 短视频平台呈现出显著的公共属性： 一方面， 短视频平台中去精英化的传播秩序，
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各个文化与年龄阶层的公众参与其中， 促进了舆论的民主化传播； 另一方

面， 作为可辨识的影像文本， 短视频顺应了人们 “眼见为实” 的认知惯性， 使人们不再盲从于

占据优势地位的舆论话语， 而是根据直观的视觉证据作出自己的判断。 可见， 短视频平台中无限

的讨论空间、 开放的参与秩序以及可塑的影像文本， 在相当程度上破除了大众参与社会议题的障

碍， 为网络语境中社会矛盾的协调提供了具象化的交涉空间。 可见，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影像化生

存方式已经渗透至公众的日常生活， 其所营造的舆论氛围顺应了当下人们对去中心化、 具象化、
互动化的舆论期待， 预示着舆论影像化表达的必然。

有报告指出， 目前短视频用户总时长占全网用户的 ２８％②， 另据腾讯 ２０２２ 年二季度公告显

示， 微信视频号总用户使用时长超过了朋友圈总用户使用时长的 ８０％③， 短视频与直播已成为当

前舆情信息的重要来源④。 此外， 不同平台间的短视频传播， 既有以社会关注度为参照的舆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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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ｃ９８９ｆｂ１３９８１９ｂ８ｅ６ｃ０２４ａｂｄｅ７１６ｃａ０．ｐｄｆ，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刘鹏飞、 曲晓程、 杨卫娜：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连续第十年发布互联网舆论场分析报告》，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ｓ：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ＡＥＦＺＺｈＳＭｇｙＤＭｌＭｗｙＢＵｐｌＮ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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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心———舆情热榜， 也有基于算法逻辑推送的个性化议题， 形成了公域与私域两个维度的舆情

讨论层， 共同构筑了新的公共空间， 助推了舆情讨论的积极性， 提高了社会议题的可见性。
（二） 舆论主体： 权力下沉后的乡土调性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短视频平台， 抖音、 快手等凭借随时拍摄、 酷炫包装、 滑动观看等便捷

式操作与低门槛内容在短时间内爆红， 吸引了大量来自三四线城市的用户。 目前， 抖音平台的日

活跃用户数量已突破 ７ 亿①， 快手日活跃用户数量达到了 ３. ４ 亿②， 微信视频号也在短时间内达

到了 ４. ５ 亿的日活跃用户量③。 “精英 ／草根、 市民 ／农民等不同身份的主体都可以广泛深度地参

与网络短视频， 这体现出新媒体时代的 ＵＧＣ （ 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对传统媒体时代的 ＯＧＣ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的挑战”④， 是互联网生态下扁平化权利带来的积极效应。 一方

面， 人们借助短视频将复杂的社会事件编辑为形象生动的视听语言， 解构或补充了传统媒体所建

构的事实框架与话语逻辑； 另一方面， 模式化的短视频生产拓展了公众的话语表达形式， 有助于

唤醒底层群体的表达欲望， 提高底层话语的能见度。 当每个人都拥有影像化表达观点的权利时，
舆论事件的呈现也更加丰富饱满， 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舆论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 对圈层互

动、 趣缘联结、 情感共振产生了助益效果， 有利于议题的讨论甚至矛盾的解决。
草根群体通过短视频积极记录生活、 展示才艺， 既提升了所属群体于网络场域内的能见度，

也赋予了短视频内容鲜明的乡土情怀与土味风格。 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引发了现代中国人强烈的漂

泊感， 人们乐于沉浸在乡土短视频中以逃避现实压力， 重温乡土情怀。⑤ 无论是李子柒、 桃子姐

还是丁真， 以他们为主体所创作的短视频， 远离了城市喧嚣与网络轰炸， 重现了日出而作、 日落

而息的传统中式生活。 此外， 由草根群体所创作的乡土短视频更是在海外引发了热议， 为他国公

众了解中国提供了更为自然、 生动的影像文本， 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 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舆论

素材。
（三） 舆论形态： 多模态实践下的互文仪式

受制于文字载体的抽象形态， 传统的舆论表达方式可供修饰的文本空间十分有限且门槛较

高， 难以满足大众差异化的认知取向及理解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舆情的发酵速度和影响

程度。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舆论影像化载体， 集合了人物形象的在场、 直观证据的呈现以及真实场

景的营造等优势， 增强了舆论的可信度。 同时， 文字、 影像与音乐等多模态信息的叠加， 扩充了

单位舆论的信息承载量， 为公众从多个角度介入并参与舆情讨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特别是在呈

现复杂的社会议题时， 直观且通俗的短视频更有助于简化事件中的繁琐细节与晦涩术语， 但这并

不意味着短视频内部形成了完全独立的表意系统， 其本质仍是依存于多文本集合的互文文本。 对

作为舆论的短视频中的互文关系予以考察， 可以发现， 一是文字与影像之间的互文。 自古以来，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等词句佐证了诗词与绘画创作之间的渊源。 在日常的意见交流中， 抽象

语言与具象符号的应用场景存在较大差异： 前者多用于主体间理性观点的交涉， 后者则直观地投

射出主体的情感变化； 二者之间构成了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的关系。 作为集文字与影像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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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抖音日活 ７ 亿用户量背后的真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ｑｑ．ｃｏｍ／ ｒａｉｎ ／ ａ ／ ２０２２０７１９Ａ０８ＢＵＮ００，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快手 ２０２２ 年一季度日活 ３. ４６ 亿， 增速较四季度放缓》，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１６３． 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Ｈ８５ＥＫＵ２Ｋ０５１９８０Ａ４．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２２ 微信视频号生态发展研究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９９ｉｔ．ｃｏｍ／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４１６１７０．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张爱凤： 《 “底层发声” 与新媒体的 “农民叙事” ———以 “今日头条” 三农短视频为考察对象》， 《广州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９－５７ 页。
　 曾一果、 时静： 《从 “情感按摩” 到 “情感结构”： 现代性焦虑下的田园想象———以 “李子柒短视频” 为例》， 《福建

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２－１３０ 页。



　 第 １ 期 汤天甜， 周经伦： 作为舆论的短视频： 影像表达、 功能属性与风险争议

的文本载体， 一方面， 短视频是对文字的模仿与延伸， 最初以颜文字、 ＧＩＦ 等形态出现； 另一方

面， 短视频中的影像始终占据着视觉中心的位置， 而文字仅以字幕或补充说明的形式， 出现在短

视频画面的边缘位置， 依附于影像而存在。 总之， “视觉强化了人们的认知， 给文字一个阐释的

空间； 文字给视觉一个思维指向， 并进一步开掘思维空间， 二者互文， 形成了极富意蕴的 ‘暗
含话语’ ”①。 二是短视频与其他媒介影像之间的互文。 短视频作为电影、 电视剧、 音乐短片、
新闻报道、 游戏直播等已有媒介影像文本的变体， 兼具了文本盗猎者与游牧者的双重角色， 既突

破了单一文本形态的限制， 又能够广泛嵌入各类社会议题中， 是影像化舆论文本的重要来源。
总之， 短视频作为大众化的影像文本，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甚至

沉淀为一种世俗化的仪式： 一是在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中出现了大量颜值秀场、 名人模仿、
才艺展示等奇观化的短视频内容， 人们被其中反常的社会现象或人物举动所吸引， 并从中获得逃

离日常秩序后的自由快感； 二是 ｖｌｏｇ 的走红掀起了一场生活化短视频记录的热潮， 人们吃饭、
散步、 化妆、 自习甚至休息等日常行为被记录下来， 并内化为社会公众的一种生存方式———
“一种粘连生活与媒介的界面， 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存与媒介表达”②。 可见， 作为社会生活

的反视镜， 短视频在内容形式、 行为习惯与时间秩序等层面的仪式化趋势， 既是反现实的惊奇化

加工， 又是对现实的媒介化投射， 其对现实场景的模仿与再造， 为人们的数字化生存提供了影像

化的参与经验。 在影像实践大众化的浪潮下，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影像化交互文本超越了单一的娱

乐向度并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 成为公众意见表达的新样态， 被视为重塑社交途径与舆情生态的

重要力量。

三、 功能体现： 作为舆论的短视频

以短视频为载体的舆论影像化表达， 作为一种强视觉化、 去中心化的公众意见样态， 携带着

显著的修辞属性， 在舆论场域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成为当下颇具代表性的网络行动路径。

（一） 意见展演中的共识符码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符号， 其视听一体的表达特点突破了文字舆论的离身属性， 形象

地复现了人们的意见姿态， 即通过 “亲身在场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表现； 进入

相同的节奏， 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 能够发出信号， 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 从而达到主体间性

状态”③。 例如土味短视频作为 “网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对快手、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诸如 ‘喊
麦’ ‘社会摇’ 及其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原生态气质的内容的统称”④， 往往由粗糙的画面、
洗脑的旋律、 粗俗的话语、 夸张的表情等元素组成， 其代表性动作及标志性口号更成为人们争相

调侃与模仿的对象， 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交流之中， 成为互联网空间中的流行性意见元素而广

泛传播。 此外， 短视频的碎片化时限、 节奏感音乐、 文字性符号与隐喻化形象等元素， 已日渐沉

淀为一套相对固化的舆论表达样态， 其 “发展—高潮—反转” 式的叙述逻辑， 为人们大规模使

用短视频参与舆情事件讨论提供了模板化的操作方式。

（二） 舆情发酵中的调节中介

受信息碎片化与技术偏向性等因素的影响， 当下的舆情爆发速度与路径呈现出波动且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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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韩丛耀： 《图像： 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４９ 页。
　 彭兰： 《视频化生存： 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 《中国编辑》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４－４０＋５３ 页。
　 ［美］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０６ 页。
　 杨萍： 《赋权、 审丑与后现代： 互联网土味文化之解读与反思》， 《中国青年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４－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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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态势。 作为舆论协调的短视频， 在舆情酝酿、 爆发、 反转与消弭的发展过程中， 往往承载着

差异化的功能角色。 在酝酿阶段， 那些处于第一现场的公众所拍摄、 发布的短视频， 与媒体的新

闻报道之间形成了互补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舆论议题的推进。 在爆发阶段， 短视频中视

听剪辑、 文字解释与现场录音等元素的叠加， 在短时间内即调动起公众的感官情绪。 特别是那些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短视频， 其短时间内的多个强节奏或情节点设计， 成为驱动公众点赞、 评论

以及二次创作的刺激点， 加速了舆情事件中典型人物或情节的持续曝光。 在反转阶段， 不断更新

的争议性短视频及其中的颠覆性元素可能将公众再次拉回舆论争议的原点， 结果使舆论事件陷入

螺旋式的风险循环之中。 在消弭阶段， 舆论事件的持续发酵与反转极大地消耗了公众的耐性， 加

速了舆论场域中繁杂信息的退潮， 反而为理性观点的析出预留了空间。
总之， 作为舆论的短视频不仅直观呈现出公众对社会事件的态度， 其中的点赞、 一键转发、

弹幕留言等社交功能， 兼具了可复制性与强互动性的特征， 促进了影像化舆论应用范围与影响领

域的扩大。 因此， 作为舆论的短视频充当了推进象征系统与社会治理内外衔接的重要中介， 在社

会环境、 社群关系、 公众心态等层面发挥着调节作用， 其在促进主流文化同大众文化、 亚文化、
边缘文化等交融共生的同时， 也被视为思想引领、 价值引导与文化融合的结晶。

（三） 网络行动中的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作为公众社会参与的重要形式， 是民主权利的象征。 在传统媒体主导社会信源与传

播技术的背景下， 公众不得不寄希望于新闻媒体来表达诉求， 但舆论监督权利的中介化却引发了

话语不对等、 意见扭曲、 诉求掩盖等舆论风险。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兴舆论形态既是对传统信息

权力的挑战， 又作为公众舆论监督的新方式而受到广泛关注。 当前， 网络舆论场域内的社会热点

事件持续爆发， 海量的短视频在为公众提供多角度观点的同时， 也导致了舆论监督的泛滥与真相

的频繁反转。 为避免人肉搜索、 认知疲倦等不必要的次生舆论风险， 人们在数次 “狼来了” 的

教训后， 对处于前兆阶段的争议性事件往往持观望态度。 这种基于短视频参与舆论围观的行为，
其本质 “就在于它能够同时满足被动消费和主动消费的需求： 它既可以成为你工作的背景音，
乖乖为其他事务让位； 也能成为你的视线焦点， 从而开启一段奇妙旅程”①。 这意味着公众拥有

了是否介入舆论事件的充分自主权———深度参与或边缘围观都被视为有效的舆论监督行为。 在此

过程中， 用户也充当了中介的角色， 其参与形成了舆论圈， 将权威网络包裹在其中， 新闻知识并

不仅仅体现为单个的作品， 而是在各行动者互动中形成一种过程， 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甚至推动

事件的解决。②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一段关于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短视频引起了互联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除了对该事件本身的暴力性争议外， 在以截取部分监控录像而来的短视频中， 固定的俯拍视角、
现场的实时声音和低质的影像画面， 在强化事件的突发性与真实性的同时， 也遮蔽了信息的全面

性， 这进一步刺激了网友的好奇心理。 网民们通过翻译现场方言、 提升影像画质、 补充现场细节

等方式， 自发地参与到还原事件始末的行动中。 随后， 该短视频在各大平台迅速发酵， 引发了大

范围的社会关注， 最终， 相关涉案人员在事发后两日内被缉拿归案， 充分体现了此次舆论监督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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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园： 《“慢直 播” 帮 我 们 安 静 地 凝 视 这 个 世 界》，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ｓ：∥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４ ／
１３０２０３６５１８．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李学孟： 《边界、 权威与知识形式： 移动短视频新闻认识论》，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７－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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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短视频在舆情传播中的风险争议

短视频作为新兴的舆论表达形态， 在创新与丰富舆论景观的同时， 也引发了难以被预测与控

制的风险。 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文化、 技术与法律三个层面入手， 审视舆论的影像化表达可能导

致的风险争议。

（一） 文化风险： 视觉凝视中的认知错位

当下，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视觉媒介的强势传播， 进一步推进了 “视觉文化” 的主流化趋势，
成为人们建立社会关系、 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手段。 视觉文化的社会化渗透过程不仅只是视觉技

术被广泛运用于创建、 编辑、 分发与传播舆论信息， 也体现为从现实体悟、 文字阅读到影像观看

的大众认知方式的转变， 与之伴随的则是舆论凝视行为的泛滥。
长久以来， 观众对电影、 电视等视觉媒介的认知， 多被解释为格式塔心理的作用结果， 即人

们本能地具备了将视觉画面补充完整的内在驱力。 相较于传统媒介， 短视频内部强节奏的背景音

乐、 高密度的画面内容、 隐秘化的剪辑切口进一步充溢了留白， 也强化了格式塔心理的效果， 迫

使观众服从于感性的意识冲击而放弃理性的逻辑思辨。 “真正占据客体的位置的， 正是观众自

己。 真正的主体是屏幕上的演员， 他们试图令我们热血喷张， 而我们这些观众则沦为瘫成一堆的

客体———凝视。”① 虽然作为短视频创作者的舆论主体无法透过屏幕， 直接接收到来自于观者的

凝视目光， 但他们通过对他者的想象， 完成了对自我观点的审视。 正如让－保罗·萨特 （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Ｓａｒｔｒｅ） 所指出的： “如果我体会到注视， 我就不再知觉到眼睛。”② 短视频创作者们虽难以

与受众的凝视目光相交汇， 但出于对流量的渴求， 他们致力于剖析平台算法与用户喜好， 通过想

象性的自我检视以获得高关注度。 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 无论是舆论主体的心理审视还是影像观

者的心流运动， 都是单向度的自我想象与空洞投射， 缺乏双向互动与意义交换， 暴露了短视频凝

视过程中交流属性的弱化与意见立场的强化。 受此影响， 公共或私人、 现实或虚拟空间中无处不

在的、 海量的影像记录文本都成为评价公众道德与伦理行为的依据， 甚至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

活， 塑造着公众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实践。
与此同时， 以短视频为载体的动态影像， 无论是在形象塑造还是视觉符号上都比静态的文字

舆论更为复杂， 大众在理解短视频内容时， 受制于差异化的文化视角， 易陷入立场先行、 认知断

裂等风险。 例如， 《战狼 ２》 《红海行动》 等主旋律军事题材电影在国内凭借高质量的制作水平

赢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但此类以国族认同为底色的新主流电影在海外却遭遇冷场， 鲜明的国

家特征与民族色彩成为影响其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五星红旗、 中国护

照、 军人群像等片段被剪辑为短视频后， 在 ＴｉｋＴｏｋ、 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平台传播， 原本指向积极正面的

精神标识在影像加工后被恶意曲解为 “煽动偏执的民族主义” “肆意出征的大国霸权” 等涵义，
这种误读甚至还延伸至政治外交场域， “战狼” 一词成为西方眼中我国的外交符号， 用于污名化

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 这暴露了海外观众对于影视作品的宏观背景与故事缘起的错识， 在本质上

是因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的文化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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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斜目而视： 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 季广茂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９０ 页。

　 ［法］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 陈宣良等译， 杜小真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 第 ３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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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技术风险： 舆论过滤后的超限效应

在数字信息时代， ５Ｇ、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区块链等智能技术消除了因现实地理界限所

导致的交流障碍， 使观点形成、 话语表达与意见传播趋于简便化与可视化。 同时， 数字平台中算

法技术的引入， 缓解了用户的信息消费压力， 促进了舆论环境的净化。 然而， 基于算法的短视频

平台在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信息体验、 持续性的兴趣刺激以及透明化的信息环境的同时， 也使之

付出了牺牲多元价值观及个体隐私的代价， 并频频导致信息茧房、 信息鸿沟、 大数据杀熟、 隐私

侵犯等扰乱正常舆论秩序的风险。 事实上， 短视频 “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是碎片化、 零散化的，
远离现场感知的 ‘真相’ 是情感驱动下生成的主观化的 ‘事实’， 是客观事实被主观情感所干扰

的作用结果”①。 换言之， 公众情感作为影响群体性事件自始至终的关键性变量， 既可能引发冷

漠群体的离散， 也易导致极化群体的集聚。 当人们在已有情感参照下实施一系列高强度与连续性

的集体付出后， 其所处的群体立场或升华为不容置疑的评判标准， 此时， 分散的个体也将集合为

具有强大组织能力与实践指向的行动者网络。 特别是在群体利益驱动下， 个体可能陷入理性丧失

与情绪激化的认知状态， 并对与之相驳的群体观点进行暴力性矫正。
在无节制的道德审判下， 争议性影像的传播极有可能加剧舆论盲从的规模， 刺激着舆论场域

的激荡乃至舆论群体的极化。 此时， 平台内的信息交互也难以发挥舆论自净的作用， 反而沦为悬

浮信息、 虚假新闻与暴力行为的温床。 处于该风险信息环境中的当事主体， 也可能陷入对自我生

存环境的失控感与压抑感之中， 甚至产生反向的信息排斥行为。 正如韩炳哲 （Ｂｙｕｎｇ⁃Ｃｈｕｌ Ｈａｎ）
指出的： “积极的社会， 逐渐发展成一种 ‘兴奋剂社会’ （Ｄｏｐｉｎｇ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过去的负面用语

‘大脑兴奋剂’ 已经被 ‘神经增强剂’ 取代。 兴奋剂导致了一种没有产生效能的效能。”② 换言

之， 算法对个体有限的认知能量的过度挖掘， 易导致公众对舆论参与行为产生麻木心理而陷入

“超限效应” （Ｏｖｅｒｒｕｎ ｅｆｆｅｃｔ）。 在新冠疫情期间， 现实空间的隔离迫使人们不得不将注意力灌注

于网络空间。 出于对陌生病毒的恐惧， 人们试图通过搜寻与疫情有关的信息以确保自身安全， 但

对疫情相关的短视频内容长期且过量的消费， 反而加剧了人们的心理负担， 处处充斥的谣言更是

不断冲破大众的心理防线。
在后真相时代， 人们通过网络虚拟身份发表的舆论意见， 往往缺乏现实依据的支持， 这导致

舆论信息内容的可信度与有效性降低， 因此， 人们迫切地寄希望于从不确定性信息中寻找潜存的

确定性。 以生动、 形象的视听形式而存在的短视频为公众判断舆论信息的真伪提供了视觉途径，
顺应了当下人们 “眼见为实” 的认知惯性， 在短时间内即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但这种相对草率

且盲从的判断， 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风险争议。 在视觉技术的修饰下， 影像舆论的生产也表现为

未经策划的 “自然衍生” 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风险———媒介技术的拟人

化危机。 机器新闻写作、 聊天机器人、 人机象棋博弈等技术的落地， 警示着人们 “在面对真实

世界中的信息不完全状态时， 计算机已展现出它可以进行 ‘类人’ 式互动与决策的潜质”③。 以

ＦａｃｅＰｌａｙ、 崽崽 ＺＥＰＥＴＯ、 ＺＡＯ 等为代表的 ＡＩ 换脸软件已实现了将不同个体的面部嵌入他者身

体， 并同时输出动作流畅、 画面清晰、 语态自如的动态人物影像功能。 然而， 这种逼真人物形象

的随意嫁接或盗用， 可能造成诋毁个人信誉、 煽动暴力活动、 激化社会矛盾等风险， 对个体、 行

业乃至国家都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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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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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贝： 《 “后真相” 时代公共舆论的情感表达》，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３４－１３９ 页。
　 ［德］韩炳哲： 《倦怠社会》， 王一力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７ 页。
　 ［英］阿里尔·扎拉奇、 ［美］ 莫里斯·Ｅ. 斯图克： 《算法的陷阱： 超级平台、 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 余潇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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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律风险： 舆论影像化的侵权行为

短视频作为舆论的影像化载体， 在席卷舆论场域、 释放舆论潜力的同时， 也挑战着长期以来

由文字舆论所建构的法律秩序。
一是隐私泄露而引发的法律风险。 我国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指出： 隐私是自然人

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其中， 舆论作为信息内容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隐私侵犯行为的温床。 具体而言， 鉴于文字舆论形态的抽

象性、 内容承载的有限性， 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多局限于舆情案例本身， 较少涉及现实身份、 个体

形象、 关系网络等内容。 然而， 部分公众出于好奇心或愤怒感， 可能对涉事主体展开进一步的人

肉搜索， 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侵犯他人隐私的舆论暴力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于文字舆论

发酵过程中的隐私权争议， 作为舆论的短视频多由直观形象与真实声音所构成， 其本身的可信度

与说服力即通过曝光涉事主体的部分隐私而实现。 例如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 事件在舆论场域

的迅速引爆， 便源于一则私密的家庭生活影像在网络的广泛传播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外，
在部分涉黑涉黄案件中， 受害人通过上传手持身份证且正对镜头的短视频， 向有关部门检举犯罪

分子。 该检举形式虽然强化了舆情事件本身的真实性， 但同时也暴露了检举者的身份证号码、 家

庭住址、 个人形象等， 可能产生威胁其人身安全的风险。 如果说上述短视频内容源于舆论主体主

动让渡隐私权， 那么更大范围的侵权短视频的拍摄则并未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而是通过偶然围观

或隐秘拍摄的形式， 将镜头对准了具体的个人， 并通过泄露未成年人信息、 整蛊街边路人、 报复

矛盾对象等形式来博人眼球， 实际上都对他人的名誉权、 肖像权等构成了侵害。
二是著作权争议引发的法律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一章第三条对享有著作权

的作品早有界定， 即 “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具体到短视频领域， 海量短视频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逻辑都存在不确定性， 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被隐匿， 部分短视频以片段化截取或颠覆性改编等形式出现， 挑战着人们的鉴别能力， 加大了平

台监管及创作者监督的难度。 当短视频原创者们向平台或者相关机构申诉时， 面临着繁琐的程

序， 他们为保障自身权益所投入的成本甚至远高于所能获得的赔偿。
三是谣言传播导致的法律风险。 舆论作为社会的皮肤， 其所掺杂的流言、 谣言等不确定性因

素， 或将对公众心态、 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等方面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因此， 我国 《刑法》
《民法典》 《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法律皆涉及打击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 然而， 短视频中的部分

虚假、 暴力的舆论观点被视听技术所美化， 加大了法律监察的难度。 例如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期间， 河

南省出现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 导致郑州、 焦作等城市陷入洪灾之中。 在自然灾害侵袭的同时，
以短视频为载体传播的各类谣言也不胫而走。 部分短视频 “拍摄” 到郑州海洋馆的鲨鱼、 鳄鱼

等动物逃走的内容， 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 后经证实， 这类短视频为不法分子恶意合成的虚假

影像， 实质是将动物影像嵌入郑州当地的受灾影像之中， 引发了公众对海洋馆运营、 城市管理等

方面的质疑， 阻碍了相关救援工作的及时开展。

综上所述， 本文尝试透过短视频传播现象， 探究舆论影像化趋势下的舆论环境、 舆论主体、
舆论形态的多维推演。 整体来看， 作为舆论的短视频契合了景观社会的属性， 其多模态的交互性

文本促进了舆论话语权的下沉， 形塑出公域与私域相交织的新公共空间。 在舆论的影像化表达

中， 短视频已然从单纯的娱乐文本转化为世俗化仪式， 广泛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且在舆论场

域中充当了话语符号的协调中介和监督载体， 为公众参与舆情讨论、 化解舆论矛盾等提供了多元

化的选择。 不可忽视的是， 新舆论形态的流行也可能引发诸多意想不到的风险： 一是视觉文化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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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导致的单向度舆论凝视， 以及舆论主体间的认知错位； 二是智媒技术在过滤舆论、 净化场域的

同时， 也强化了群体极化乃至信息倦怠的趋势； 三是舆论的影像化传播对隐私权、 著作权、 公共

秩序等构成的挑战。 当然， 风险的结果也并非是不可逆的， 实际上， 风险 “既不完全是一种正

面的图景， 也不完全是一种恐怖的图景， 相反， 它展现了多种多样的、 极其矛盾的发展可能

性”①。 因此， 风险 “自反性” 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视角， 为审视不确定因素与风险结果之间

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责任编辑： 林春香）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 ［德］约翰内斯·威尔姆斯： 《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 路

国林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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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文化现象。 微文化具有即时性、 通俗性、 便捷性等特征， 微短和极速是网络新媒体出现后注

意力经济加持下的产物。① 短视频的符用优势在于其具有贴身微使用的特点， 能嵌入到各种语境

中去展现。 然而短视频能在诸多微文化中横空出世与其自身的交互性特征密切相关， 受众并非被

动接受， 而是主动刷屏互动、 近距触屏互动， 这种互动行为又被平台追踪， 因此符号互动的背后

又兼有大数据算法的跟踪推送， 进一步加持刷屏活动。 最后， 就短视频自身的符号机制而言， 短

视频的符用特点倒逼其在符号文本上调用视觉像似符和听觉像似符以增强对人们感官的刺激力，
并且让其需要在屏幕空间符号的选用和符号意义的传达速度上具备嵌套性， 从而实现碎片化的视

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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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小英： 《媒介突围： 网络文学的破壁》，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第 ５２－６３ 页。


